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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依赖是否会影响到减贫效果?本文从资源型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视角出发，分析了资源依赖影

响减贫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包含交叉项的结构式模型，利用近十三年 107 个地级市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

证，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减贫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阻碍产业多样化、促进产业国有化和降低产业劳动

密集度三个路径实现，城市倾向化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显著不利于减贫，而扩大对外开放则有助于缓解地区贫困。

因此，资源型城市需警惕资源输出红利式增长在民生改善方面的弱质性表现。上述结论也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具

体方向的确定提供了实证支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涉农领域投入，提高城市开放度，都有助于减贫效

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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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型经济是因资源开采而兴起，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特殊经济体。以东北为主体的资源型地区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

了大量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资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新世纪以来，诸如阜新、七台河、个旧等资源型城市开始面临着增长乏力、

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贫困、失业率高等社会民生问题尤其突出。据统计，中国有 262个资源型城市，

其中 1/4 的资源趋于枯竭，人口只占全国的 4%，但其棚户区占全国 1/4，低保人数却占全国 1/10。进一步对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进行梳理，发现 281 个地级市中共有 352个贫困县，其中属于资源型地级市的就有 191 个，占了一半以上。而贫困县占比在50%

以上的有 29个地级市，多为中西部城市(见表 1)，其中有 13个资源型城市，除了铜川外，其他这些城市也并非是资源枯竭或衰

退型城市，还包括煤炭资源极其丰富的“煤炭金三角”之一榆林市。面对这种丰裕资源与贫困共存的矛盾现象，值得深思的是，

资源依赖是否影响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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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贫困县占比超过 50%的地级市名单 

地级市 资源型 县（个） 贫困县（个） 占比 地级市 资源型 县（个） 贫困县（个） 占比 

定西市 N 7 7 1.00 庆阳市 Y 8 5 0.63 

固原市 N 5 5 1.00 十堰市 N 8 5 0.63 

商洛市 N 7 7 1.00 巴中市 N 5 3 0.60 

昭通市 Y 11 10 0.91 白城市 N 5 3 0.60 

安康市 N 10 9 0.90 保山市 Y 5 3 0.60 

宿州市 Y 5 4 0.80 张家口市 Y 17 10 0.59 

忻州市 Y 14 11 0.79 百色市 Y 12 7 0.58 

陇南市 Y 9 7 0.78 榆林市 Y 12 7 0.58 

六盘水市 Y 4 3 0.75 六安市 N 7 4 0.57 

铜川市 Y 4 3 0.75 阜阳市 N 8 4 0.50 

乌兰察布市 N 11 8 0.73 黄冈市 N 10 5 0.50 

天水市 N 7 5 0.71 佳木斯市 N 10 5 0.50 

赤峰市 Y 12 8 0.67 通辽市 N 8 4 0.50 

汉中市 N 11 7 0.64 信阳市 N 10 5 0.50 

临沧市 Y 8 5 0.63      

 

贫困问题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郭熙保和罗知[1]利用经济增长作为中间

变量，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减贫，而且增长的减贫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提

高。赵锦春和范从来[2]也得到类似结论，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同时通过纯收入增长和纯分配改善两个渠道促进益贫式增长。张萃[3]、

单德朋[4]则分析了不同产业结构的减贫效果，都发现第二产业减贫效果最弱，第一、三产业减贫效果显著，认为劳动密集度是影

响不同产业减贫差异的重要因素。丁建军等[5]、单德鹏等[6]发现产业多样性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了减贫。王娟和张克中[7]研究

了不同财政公共支出的减贫效果，发现农业性公共支出的减贫效果最大，社会救济支出次之，然后是基本建设支出。此外，影

响减贫的还有如下方面的因素:金融发展[8]、旅游发展[9]、土地流转[10]、基础设施建设[11]、财政分权[12]等等。显然，不同的产业

选择、工业化战略、贸易策略和社会政策都会引致不同的减贫效果，但少有关于资源依赖与贫困之间联系的研究。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型经济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关研究
[13,14]

侧重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为什么有些资源丰裕

的地区经济表现反而不如那些资源贫瘠的地区，其主要观点是丰裕资源下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对资源依赖，资源依

赖则会对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因素诸如制度建设、人力资本投入、科技投入、制造业等造成挤出效应，从而对长期增长形成负面

影响。上述机制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验证[15-17]。同时，国外学者也发现资源依赖不利于贫困群体。巴特等人(Bulte et al.)[18]

发现资源依赖会恶化制度质量，进而引起社会福利水平(包括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在内的福利指标)的降低。罗斯(Ross 

M)[19]研究表明资源依赖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能源、金属等点资源的开采出口倾向于损害穷人的利益，扩大贫富差距，包

括区域间的横向不平等和区域内部的阶层不平等。裴多和帕维拉(Perdue and Pavela)[20]对美国西维吉尼亚州 55 个县的研究也

发现，非产煤区的贫困程度和失业率要显著低于产煤区。但国内鲜有研究讨论资源依赖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比较接近的是，王

忠[21]研究了矿业权聚集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发现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 

产业转型作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途径，大量研究在理论层面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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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制和政策建议方面作了有益探讨[22,23]，认为提升产业技术，延长产业链，发展替代产业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重点。仅

有少量实证研究[24,25]则主要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产业结

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方向，但并未能深入产业内部特征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所获策略与建议缺乏可操

作性。 

资源依赖是否影响了增长的减贫效应?如何影响?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才能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又能兼顾社会福利

水平的提高呢?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已有文献基础上作出如下补充:一是是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实际，探讨资源依赖、

产业结构特征与减贫之间的理论联系;二是构建包含互交项的结构模型，分别利用低保贫困率和农民人均收入作为贫困代理变

量，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 

二、资源依赖影响贫困减缓的机理分析 

(一)遏制产业多样化水平 

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是资源型经济的突出表现之一。资源型经济对资源依赖越严重，资源产业越壮大，产业结构的单一化现

象就越严重。从资本投资属性来看，资源产业是沉淀成本较高、资本流动性低且专属性强的产业，一旦投入开始，生产规模的

扩大会形成更大的资本需求，不断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形成资源产业一业独大的局面。而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资源产业前后

关联效应较差且资源所在地往往地理位置偏僻，容易形成经济上和空间上的飞地，在其扩张和膨胀过程中，除资源产业自身的

投资以外，对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本需求能力弱，难以形成新的产业资本积累，阻碍新产业的形成[26]。此外，就中国的资源型城

市而言，建国初重工业发展战略下的基地发展模式，普遍将资源型地区定位为原材料和资源输出基地，这种战略导向也加重了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化程度。 

而多数研究则表明产业多样化有助于贫困减缓，丁建军等[5]利用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数据发现产业多样性总体上有助于经

济增长实现减贫。也有文献则考察经济多样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发现经济多样性的确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快速恢复[27]。产业

多样化的减贫主要通过促进增长和稳定波动来实现，产业相关多样化通过增长机会扩张效应、相互需求产生的乘数效应和知识

外溢产生的创新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相关多样化则可以缓解经济波动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6]。 

可见，资源依赖可以通过阻碍产业多样化，对减贫造成负面影响。 

(二)提高产业国有化程度 

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出于国家资源安全的战略

考虑，国内大部分能源、矿产等重要资源都由大型国企或央企所控制，导致采掘业的国有资本占比较高。利用第三次经济普查

数据，测算 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的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比率衡量行业国有化程度，三个大类的排名依次是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6.58%、采矿业 46.42%和制造业 10.86%，可见采矿业国有化程度远高于制造业。随着资源依赖程度的加

深，也势必会影响区域整体的国有化程度。图 4显示了各省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平均值(2003-2016)，以此

表征各地国有化程度，除了北京上海存在明显的总部经济以外，国有化程度靠前的都是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资源大省，而沿海发

达省份的国有化程度则明显排名靠后。在资源型地区，较多的经济资源诸如政策支持、融资信贷、人才配置等都会向国有企业

倾斜，而中小民营企业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相对较弱，处于从属地位。此外，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主导，国企主体”格局也

使得大部分资源型地区普遍存在“政企合一”等现象，体制包袱重，市场机制发育缓慢，使资源型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对市场

化的经济、社会转型的适应性和应变性，远远滞后于非资源型城市[28]。 



 

 4 

 

图 1各省国有化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国企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通常认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

高基本上来源于非国有部门[29]。而从就业角度来看，国企比重过高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国有大企业和

政府机构组成的“正式部门”，工资率高，就业稳定，对劳动者的学历、技能都有较高的门槛设置，那些低技能水平、教育程

度低的“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则难以进入，同时，国有体制下局内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为符合应聘条件的局外人的进入造成了

较大障碍。二是大型国有企业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力量，对中小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挤压，而

中小企业是吸纳“非正式”部门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刘瑞明和石磊[30]发现，在软预算约束下，国有企业通过公共服务的挤出等

多种途径对民营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战明华
[31]
也发现，国家政策性贷款分配、低利率政策、银行信贷等均向国有企业倾斜，

这对其他非国有中小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因此，资源依赖通过提高产业的国企比重，会对减贫产生负面影响。 

(三)降低产业劳动密集度 

资源依赖的核心特征是经济体对以采掘业为主体的资源型产业的依赖，而资源型产业如煤炭、钢铁、石油等产业通常是投

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的产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现代资源工业的发展方向是以大规模机械

化设备代替手工劳作，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源工业兼并重组加快，中小型矿山与民营小资本相继退出，资本密集化程度趋高，产

业劳动密集度趋低。相比其他产业而言，资源采掘业拥有更低的劳动密集度。产业劳动力密集程度可用该产业就业人数占地区

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除以该产业产出占地区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即高劳动生产率拥有更低的劳动密集度[32]。表 2 显示了全国各

行业劳动生产率情况，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生产率最低，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高，说明农业效率低下，依旧

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内部主要产业来看，采掘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趋势上也是不断提高的。

因此，资源依赖程度越高，采掘业通过挤占其他产业，降低了经济劳动密集度，这对处于工业化初期城乡二元特征明显的欠发

达城市而言，不利于劳动力吸收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表 2全国分行业劳动生产率 

年份 采掘业 制造业 建筑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4 15.235 16.962 10.338 0.600 4.446 2.933 

2005 20.264 18.723 11.189 0.652 4.958 3.303 

2006 22.811 21.247 12.551 0.730 5.524 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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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5.158 25.240 14.557 0.904 6.273 4.746 

2008 36.324 29.858 17.475 1.095 7.296 5.453 

2009 30.209 31.535 19.023 1.182 7.598 5.985 

2010 37.251 35.832 21.034 1.409 8.773 6.913 

2011 44.516 36.836 18.520 1.736 10.071 7.921 

2012 39.481 38.866 18.308 1.975 10.526 8.842 

2013 39.732 33.666 13.966 2.289 11.306 9.379 

2014 39.258 37.310 15.364 2.560 12.017 9.822 

2015 45.523 41.044 16.648 2.777 12.429 10.541 

 

注:因数据限制，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劳动统计口径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三次产业劳动为全部就业人数，单位万元

/人。 

产业要素密集程度是分析产业结构与减贫关系的关键因素。洛亚扎和拉达茨(Loayza and Raddatz)[32]推导了产业劳动密集

程度与工资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劳动密集度不同导致不同产业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不同影响。他们

认为产业结构对贫困的影响根源在于不同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不同，劳动密集度越高，减贫效果越好。张萃[3]、单德朋[4]、汪三

贵和胡联[33]都利用中国省际数据验证了上述观点，发现农业和服务业的减贫效果较好，工业则次之。甘姆等(Gamu et al.)[34]也

在总结采掘业与减贫关系时指出，采掘业的发展模式影响其减贫效果的主要变量，以手工作业为主的小规模开采方式，是低技

术、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相比大规模的工业开采模式，往往也更有助于当地居民的短期脱贫。 

另外，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工业化初期过早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违背了比较优势，扭曲的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增

长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同样也不利于减贫。陈开斌和林毅夫[35]研究发现中国建国初期

的重工业发展战略，正是因为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违背了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的要素禀赋特征，阻碍了城市化，继而造

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所以，资源依赖可以通过减少劳动密集度的方式，减少经济的就业需求，继而阻碍减贫。 

(四)研究假说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说 1和扩展假说2.1-2.3: 

假说 1:资源依赖会恶化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即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弱。 

假说 2.1: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产业多样化水平越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弱。 

假说 2.2: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产业劳动密集度越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弱。 

假说 2.3: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产业国有化比重越高，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弱。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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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 

Shen and Lee
[36]
在讨论为什么同样的金融发展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经济增长问题时构建了一个包含互交项的结构式模型。基

于前文理论分析，借鉴该思路建立的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1)是基本的增长减贫模型，其中，pov 是被解释变量贫困，rpGDP 是主要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水平，作为增长初次分配

的衡量，Gov 是控制变量政府行为，作为社会再次分配的衡量，C是常数项，X为其他控制变量。模型(2)是增长减贫效应的决定

模型，β1 衡量了经济增长总的减贫效应，Z 为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因素，包括资源依赖程度以及三个衡量产业结构特征的

中间变量:产业多样化、产业资本密集化、产业国有化。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或对外开放程度对减贫存在显

著影响(郭熙保和罗知[1],2008;葛顺奇等[37],2016)，在模型(2)中引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Open 作为控制变量，则衡量对外开放程

度对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影响。 

将(1)(2)式结合后，可以展开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将重点关注交叉项 rpGDPit*Zit的系数，大于 0 则表明因子 Z 对增长的减贫效应影响为正;反之，则为负。同时，为了进一步

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还以产业结构特征作为因变量，资源依赖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为三个中间变量中第 j个变量，模型中主要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rpGDP,X仅包括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 

(二)变量选择 

贫困 Pov，使用人头指标贫困率 Pov＿h 来衡量，由于缺乏地级市的直接贫困数据，收集了中国民政部按季度发布的县级城

乡低保情况数据，计算各地级市城乡总的低保人数，以低保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作为 Pov＿h的代理变量。同时，鉴于农村是贫

困的主战场，还使用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收入指标 Pov＿inc 的代理变量，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经济增长水平 rpGDP，使用人均真实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资源依赖 RD，将其定义为经济体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表示资源(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为衡量资源型增长方式

的重要解释变量。参考邵帅等[15]的做法，使用地区采掘业单位就业人口/单位总就业人口来衡量。 

产业多样化指数 DVI，参考单德朋等[4](2017)的做法，使用熵指数来表示多样化特征。地区 i 的多样化指数具体表达式

为:DIi=Σj
n
=1pj1n(1/pj),n 表示 19 个行业数，表示行业的单位就业人数在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单位总就业的比重，DVI 越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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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 

产业劳动密集度 LBI，借鉴区位商的思路，构造劳动密集指数来表示劳动密集度特征，地区 i 的劳动密集度具体表达式

为: ，其中，Li、Vi分别为地区 i的劳动力总人数和真实地区生产总值，L、V分别为所有地区总的劳动力人数和总的

真实地区生产总值，LBI 越大，说明劳动密集度程度越高。 

产业国有化程度 SOI，现有研究[35]通常使用国有资本占比、国有企业产值占比或国有就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但难以获取地级

市相关数据。考虑到资源型城市国有化程度越高，“政企合一”现象越严重，机关单位人员越臃肿，地方政府相对规模越大，

参考王小鲁等人[38]的做法，使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单位就业人数/地区总人口之比来衡量政府相对规模，并以此作为产业国有

化程度的代理变量，SOI 越大，说明国有化程度越高。 

政府行为 Gov，中国地方政府在是实施收入再分配的主体，再次分配以亲贫式财政支出体现，通常被定义为教育支出、医疗

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以及农业支出四项支出[12]，由于缺乏地级市相关分类数据，且此变量仅作为控制变量被引入，

因此，本文使用地方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作为政府行为的代理指标。 

对外开放 Open，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地区经济开放度的代理变量。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 X，为了避免变量控制选择的随意性，本文主要控制了初始不平等条件，因为大量文献表明经济增长的减

贫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或者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39]，由于缺乏相应市级数据，以初始年份的城乡收入比 Inc＿ur

来作为初始不平等程度的代理变量。此外，考虑不同省市的低保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且每年根据发展实际存在调整的情况，还

在模型中引入年份与省份以控制任何在省际层面随时间变量的宏观政策因素。 

(三)研究对象与数据 

根据 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全国共有 262 个资源型城市，仅区分了矿业类与森工类，

其中包括地级行政区 126 个。在综合考虑了研究的针对性，统计资料的可得性、连续性以及城市之间的可比性之后，本研究选

取了该资源型城市名单中非森工类地级市(建制市)，并从中剔除了自贡(盐)、景德镇(陶瓷)两个特殊资源城市以及毕节市(于

2011 年升为地级市)，最终确定了 107 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数据均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统计

公报，统计范围为全市，对部分缺失值进行插值预处理，低保数据来自中国民政局网站整理。除低保数据为2007-2016年以外，

其他数据均为 2003-2016 年，真实值均以 2003年为基期计算，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变量描述性统计说明见表3。 

表 3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v_h 贫困率 1070 0.066 0.038 0.005 0.232 

Pov_inc 贫困收入水平 1498 4580.304 2178.674 1060.000 17788.87 

rpGDP 经济增长水平 1498 25585.094 25516.576 2476.470 196800.881 

RD 资源依赖程度 1498 0.128 0.124 0.000 0.581 

Gov 政府干预程度 1498 0.168 0.096 0.031 1.027 

DVI 产业多样化水平 1498 2.242 0.174 1.619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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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 产业国有化程度 1498 0.011 0.004 0.004 0.041 

LBI 产业劳动密集度 1498 1.247 0.497 0.301 4.431 

Open 对外开放水平 1498 0.014 0.016 0.001 0.114 

Inc_ur03 初始收入不平等 1498 2.971 0.902 1.300 6.878 

 

四、资源依赖影响资源型城市贫困减缓的实证分析 

(一)资源依赖与增长减贫效应 

1.资源依赖与增长减贫效应:基础关系检验 

首先利用普通 OLS 模型对资源依赖与增长减贫效应的关系进行估计，模型中均控制了 2003 年的城乡收入比 Inc＿ur03。资

源依赖与经济增长的交叉项 ln(rpGDP)*ln(RD)系数始终为正，且均通过了在 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论有力地支持了假说 1，

即资源依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弱，资源依赖显著恶弱化了经济增长自身的减贫能力。 

经济增长主项 ln(rpGDP)的系数始终为负，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减贫效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仍是贫困减缓的主要途径之

一。比较模型(1)(2)中经济增长主项系数，可以发现，未考虑资源依赖的模型(1)明显高估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同时，在控

制年份和省份后，模型(4)和(5)中经济增长主项系数绝对值大幅减少，侧面说明国家层面的扶贫攻坚政策对贫困减少起到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尽管主项系数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各交叉项的联合显著性均通过了 1%检验。 

作为财富二次分配衡量的政府行为显著恶化了贫困状况，这一结论有点意外。但考虑到使用了包含亲贫式财政支出的整体

财政支出作为衡量，且和陆鸣等[40]的结论类似，该结论也具有一定现实依据。陈斌开和林毅夫[35]对政府行为恶化城乡收入差距

的解释是，可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性有关，包括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

策、城市偏向的基建投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性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等，因此，这些城市偏向性政策抵消甚至恶化了再

次分配对贫困群体的减贫效果。还认为，在“政治锦标赛”[41]体制刺激下，相比农业基础设施、卫生医疗等亲贫式支出而言，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偏向于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基础建设，以寻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与政绩，从而使城市居民更加受益，这

一定程度加重了城乡不平等。此外，对外开放对增长减贫效应的影响始终为负值，其中模型(3)(4)中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保持经济开放度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减贫，外商投资通过生产活动转移效应、水平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三个途径实

现减贫[37]。初始城乡不平等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初始不平等状态的确对减贫产生了负面效应，且结论十分稳健。 

2.资源依赖与增长减贫效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影响实证结果，模型(1)-(3)分别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估计。发现交叉项 ln(rpGDP)*ln(RD)的系数始终为负，并保持显著，说明模型设定对主要结论没有根本性影响。而为了考

察数据时段选择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考虑到资源市场价格对资源型城市经济的重要影响，模型(4)(5)分别使用 2007-2011

和 2011-2016的数据进行 OLS 估计，之所以如此分段，是因为世界能源、金属等资源市场价格经过数年的大涨，到 2011年达到

顶峰后开始回落，前者属于资源繁荣期，后者属于资源萧条期。结果表明时间段选择对核心结论也没有任何影响，繁荣期资源

依赖对增长减贫效应的负面影响小于萧条期。而繁荣期的结果还表明，整体上，增长总体上对贫困的减缓产生了负效应，这似

乎暗示着资源繁荣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资源收益可能并未向贫困群体涓滴，贫困人群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害。考虑模型的内生性

问题，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往往更倾向于借助自然资源诸如林木、矿产等发展经济，因而资源依赖可能内生于因变量贫困率，

模型(6)进一步使用资源依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 IV 估计，资源依赖恶化增长减贫效应的结论依旧稳健。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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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不利于减贫的结论也十分稳健。 

(二)资源依赖、产业结构特征与增长减贫效应:影响机制检验 

1.产业结构特征与增长减贫效应 

为了进一步检验资源依赖、产业结构与增长减贫效应的影响机制，将变量 Z 分别换成三个产业结构特征变量，即产业多样

化 DVI、产业国有化 SOI、产业劳动密集度 LBI 进行估计。报告了产业结构特征与增长减贫效应的关系检验结果。从产业多样化

来看，产业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交叉项的系数在模型(1)不显著，模型(4)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始终保持为负，说明产

业多样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增长的减贫效应提升。从产业国有化程度来看，模型(2)(4)的目标系数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国有化程度越高，越是阻碍了增长的减贫效应。从产业劳动密集度来看，模型(3)(6)也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目标系数始终为负，说明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增长的成果向贫困群体分配，有助于减贫。而其他变量的检

验结果，与前文结论并无差异。 

2.资源依赖与产业结构特征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结构特征形成的关系。可以发现，资源依赖显著阻碍了产业的多样化和促进了产业的国有

化程度，两个结论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相对比较稳健。资源依赖对产业劳动密集度的影响均不够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

表中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依据假设的单侧检验而言，模型(3)依旧可以通过 5%的检验，从系数始终保持为负来看，说明资源依

赖的确降低了产业劳动密集度。而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产业多样化程度越低，这

是因为在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产业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本身不断促进地区经济职能向专一化发展，这种倾

向性在资源产业的吸纳、粘滞和锁定效应[26]的加持下，将在资源型地区表现的更加明显。同样，结果还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国有化现象也更严重，随着资源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凭借国有企业在市场资源中攫取的优势地位，中小民营经济发

展所受到的压制，国有资产势必会不断壮大，实现自我强化。不过，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劳动密集度的关系尽管为负，但始终

不显著。所以，除了资源依赖以外，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也会不断地通过对产业单一化、产业国有化机制的强化，造成对减

贫效果抑制作用的恶性循环。 

因此，结合上一节产业结构特征与增长减贫效应的关系检验结果，总体上，认为假说 2.1,2.2 与 2.3 均得到了验证，资源

依赖通过阻碍产业多样化、提高国有化比例和遏制产业劳动密集度，对增长自身的减贫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基于收入贫困的稳健性再检验 

以低保占比为代理变量的贫困率难以衡量贫困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使用收入贫困作为贫

困的代理变量，用人均农村居民纯收入来衡量，继续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3-2016 年。可以发现，检验结

果依旧可以支持此前的结论。所有模型均显示，经济增长的主项 ln(rpGDP)系数始终为正，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也越高，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政府行为则显著遏制了贫困群体收入的

提高，这说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方向是逆亲贫式的，更多的资源向城市地区投入，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贫困

的减缓。 

模型(1)-(4)依次对模型引入资源依赖和三个产业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资源依赖降低了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正弹性。产业多样化和劳动密集度与经济增长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

多样化和产业劳动密集度均提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的涓滴效应。而产业国有化与增长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产业国有化程度越高，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的涓滴效应越弱。模型(5)是同时引入四个变量的结果，四个交叉项系数符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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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发生变化，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的交叉项则由显著变为不显著，系数绝对值也变小，这更进一步说明资源依赖是通过三个中

介变量产业多样化、产业国有化和产业劳动密集度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产生负面影响。模型(6)则进一步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

问题，利用资源依赖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IV估计，结果与模型(5)相差不大。 

结果还表明，经济开放度 Open 越高，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正弹性效应也越大，而初始不平等的城乡差距则对贫困群体

收入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结论都与前文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资源依赖是否影响了增长减贫效应?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交叉项的结构式模型，利用近十三年 107个地级市资源型城市的面板

数据，分别使用低保贫困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代理变量，对资源依赖与增长减贫之间的关系及其中介机制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1)资源依赖越严重，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则越弱;(2)从产业结构特征来看，资源依赖主要通过阻碍产业多样化

发展、提高产业国有化比重、降低产业劳动密集度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造成负面影响;(3)对外开放度有助于提高

增长的减贫效应;(4)初始不平等水平则对减贫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结论表明，资源依赖对农村贫困群体福利的显著负面影

响，不得不引起资源型城市决策者的重视。 

本文在资源依赖恶化增长减贫效应的内在机制方面的结论，也为资源型城市如何通过转型提高减贫效率提供了如下政策启

示:第一，应避免产业结构的过度单一化，鼓励其他非采掘业类产业在本地的投资，对于采掘类企业的引进要以相关制造业配套

作为最基本的引进要求;第二，理清当地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行政、利益关系，权责分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精简政府规

模，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对本地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第三，扶持本地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发展，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制造业转移，鼓励和支持互联网生活服务产业新业态诸如外卖、快递、农村电商等的

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城市化进程;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制定负面清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积极引进

外资企业投资设厂。 

此外，研究还发现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行为存在显著的恶化贫困的现象，这说明城市倾向化的财政支出不利于农村地区的

贫困减少。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教育、卫生医疗、农业基础建设等亲贫式支出的投资力度，同时，

加快城市部门改革，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歧视性社会福利政策，消除劳动力市场要素流通障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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